
 

中西传统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

—基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分析

钟 祥 财

对中西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立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已发表的成果可

谓汗牛充栋。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角度拓展这一研究，

可以有新的发现。

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是西方学者在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时遵循或运用的两种基本方法，

它以不同的人性假设为内在前提（即个人为增进自己福利而努力的行为动机是否可以改变），由此推导出

分析、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不同思路、理论派别和政策建议。具体而言，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有如下三

个含义：（1）人们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个人的行为；（2）整体的行为是由单个或几个个人的行为所

构成的，因此，“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此行为影响的多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

义”；（3）个人行为是认识整个集体的分析起点。①与此相反，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则认为：（1）就

其本质而言，社会整体的意义超过其组成部分的加总；（2）社会整体中的部分或个体，其行为和功能受到

整体的显著影响；（3）因此，社会系统的制度和个人在整体中的地位是理解个人行为的起点。②

作为专业术语，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欧美学界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后期逐

渐清晰，而中国学者运用这种分析工具反思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则是在“五四”运动前后。1916 年，陈独秀

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写道：“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

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他认为，西方文化中对个人价值的尊崇，是和经济制度上对个人财产

的保护相互支撑的，由此构筑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风貌的坚实基础。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常纲立教”，既没有个人人格的地位，也没有保护个人财产的制度安排，这是需要深刻反省的。③

1920 年，李大钊在分析中西经济思想差异的原因时指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有其客观的历

史规定性的，这种规定性也就是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形成的内在原因。他把世界各国的地理

位置划分为东洋和西洋两类，其中东洋又称为“南道”，即温带气候区域，西洋又称“北道”，即冷带气

候区域，在李大钊看来，温带气候适合于定居的农耕文明，因此“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

义”，而冷带气候没有条件从事这样的农业生产，只能转而从事流动性很强的工商业经济，“所以家族简

单，而成小家主义−个人主义”，又由于农业文明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工商业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更

具有竞争性，李大钊还把东洋文明称为“静”的文明，西洋文明则是“动”的文明。④到 20 世纪 30 年

代，马寅初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与外界没有经济交往，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学者思考

经济问题往往集中在农业方面，“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

主义之色彩”，“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⑤唐庆
 

①Ludwig Von Mises：《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上册，夏道平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第 48 页。

②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3−34 页。

③《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82−83 页。

④《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77−178 页。

⑤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39 页。

50



增指出，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状况，使“个人主义，向无充分之发展”，他强调，中国要产生完

善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对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进行变革，并且着力弘扬和培育重视个人发展的价值观

和教育事业。①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主张自由竞争的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想表达。《老子》说，最好

的治理状态是民众不感觉到有一个统治者，等而下之的才是受到人民称颂的统治者，至于被民众畏惧和非

议的，则是最坏的统治者，它主张无为而治，断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

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强调通过“无为”可以达到“无不为”“无不治”。②孔子把“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列为执政者的美德之一。③慎到认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就是顺应人的本性，让人民去追求

自己的利益，如果强迫人民都要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是会失去人心的，“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

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④《 管子》（战国时期作品）认为：一个理智的统治者应该因势利导，“不推

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在“无形无声”中使“民自富”。⑤司马迁把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分为优劣

五等：最好的做法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善者因之”，然后依次为利益诱导、观念驯化、行政管

控，最不好的是“与民争利”。⑥由此可见，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存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

想中，这说明从这个角度对中西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可能的。如果说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

体主义主要是在现代经济学演进过程中得以形成和深化的，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古人的相关见解，我们不妨

称之为经济思想的方法论。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形成和演进具有哪些特点？其

启迪意义何在？

首先，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由两个时间段构成，第一个时间段

是先秦，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学派众多和争论繁荣的时期，根植于农业社会的经济思想方法论整

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这一阶段有初始的表述。就前者而言，《商君书》是一个典型。在历史上，战国时期

的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他大力主张农战，制定和实行抑商政策，依靠的是国家的力量，运用的工具是严

峻的法令。何以至此？或者说极端的行政干预为什么必要？《商君书》做了系统的论述。首先，在《商君

书》中，整体（国家）和个人（民众）处在互相对立、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矛盾状态，整体的强大非但

不是以个人的发展为必要条件和最终目标，而且必须以个人的不发展为前提。在《商君书》里，诸如“民

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

强；民强，国弱”⑦之类的说法多次出现。商鞅所说的弱民，是指让人民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在心理上惧

怕国家的法令，而“以强去强者，弱”⑧，则是指如果让人民变得有能力了，消除社会上违法现象的目标

即使得以实现，国家的统治力也必然被削弱，这是不可取的。《商君书》鼓吹，政府不能对人民太慈善，

统治者要始终把国家当作贫穷之邦来治理。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先秦时期的道家和儒家明显不同。问题恰

恰在于，以这种方法论整体主义为引领的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模式在当时成为压倒其他样式的强盛之道。

第二个时间段是秦汉，随着封建国家的建立，经济思想逐渐趋于一统，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取得

了主导性地位，法家的经济理念和政策体制与儒家“大同理想”相结合，形成了重农抑商、政府干预为特

点的主流观念和体制格局。通过对《商君书》和《管子》轻重理论等文献的深入分析，可以梳理出国家本

位的经济发展思路如何从战国时的秦国扩展为整个汉朝的决策共识的过程，从而揭示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

从农业生产延伸到商业流通领域的理论脉络。而在这一学派思想的融合过程中，董仲舒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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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24 页。

②《老子》。

③《论语·尧曰》。

④《慎子·因循》。

⑤《管子·禁藏》。

⑥《史记·货殖列传》。

⑦《商君书·弱民》。

⑧《商君书·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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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的“君权神授”①论中，作为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贤能之士，其人性的超然、智慧的卓越，已经

是一个先验的存在，是一个无需证明其可能性、合法性的群体。这一对人性假设的细微而重要的修改，使

得《礼记》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为现实的国家干预提供了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支

撑，它意味着：（1）在逻辑上，国家统治者由于是代表“天”的旨意来管理社会，他成为一个道德完善和

智力超群的决策者是可能的；（2）在现实中，存在着已经完成道德转化的圣人和没有完成、不可能完成这

种转化的所谓愚民（小人），后者需要由前者来加以统治；（3）正因为统治者的道德和智慧是不容怀疑

的，社会经济是可以由官府加以主导的，个人的效用不需要通过竞争获得，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也不需要依

靠法律制度来维护。于是，董仲舒不仅夯实了儒家大同理想的学理基础，而且也为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

在古代中国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正是基于大一统社会治理的需要和儒法思想的融合，西汉时期形成了

官营工商业体制，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莽新朝以后，历代食货体制的兴废，多次财经改

革的实施，尽管不无局部的变通，但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思想藩篱，显示出社会经济运

行对经济思想方法论的路径依赖特点。

其次，对中国古代的儒家经济思想需要加以细化分析。西汉以后，由于朝廷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政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但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法失之笼

统。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主张尊重民众的切身权益，不赞成政府越界追求经济

利益。但在西汉以后的多次经济变革中，主持新政的王莽、王安石等人一方面以儒学为标榜，另一方面却

总是步桑弘羊盐铁官营政策的后尘，不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暴露出儒家思想已经蜕变为法家理论的

外衣。与此同时，坚持和深化先秦儒家经济理念也不乏其人，如对王安石的变法举措，苏轼的批评非常尖

锐，他认为青苗法就是官府发行的高利贷，这种举措无异于“与商贾争利”，②至于市易法则更是无视了

民间经营者承担的风险，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而且官府介入效率低下，必然加重商品流通的成

本，无法兑现平抑物价的承诺，最终使变法的结果和动机严重背离。③这种对企业家冒险精神的认同和对

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维护，已经带有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鲜明色彩。

最后，总体上来看，一个国家偏好和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思想方法论，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决定的，

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为了在困难的自然环境中获得生存，人们只能依赖集体行动的方式，

这是方法论整体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都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确保了人类的基本生存之后，方法论个人主义在促进人类发展中的独特优势

逐渐显现出来，这一点，在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中已有所反映，人们认识到，能提供更多激励的民营经济

和市场机制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丘濬强调，政府制定法规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民众，所以只要民众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获得利益，就不需要官府进行干预，在他看来，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土地制度设计，如限田、均

田、复井田等，“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④至于市场交换、货币流通，如果官府干预过多，势必滋生腐

败，“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⑤王夫之在评论隋代均田制时指出，人人都有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利

益的本能，“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⑥唐甄说，社会经济依靠丰富的资源、个人的努力和时间的延续

而得到增长和满足，“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也”。⑦戴震表示，由

官府经办经济事务，其效益总是不如让民间当事人直接处理那样好。⑧就连乾隆也承认“大概市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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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苏轼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03 页。

③《苏轼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76 页。

④《大学衍义补》卷一四，固邦本·制民之产。

⑤《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制国用·市籴之令。

⑥《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一一。

⑦《潜书·富民》。

⑧《戴震文集》，卷十二，汪氏捐立学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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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民间自为流通”，像价格管理那样的经济事务，如果改由官府经办，虽然出发点是便民或益民，但手

续繁多、效率低下，常常是不可持续，不了了之。①

不难看出，对中西传统经济思想展开比较研究是可行的，也是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恰当的角

度，以经济学方法论为参照，并不是苛求古人，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力求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通过翔

实的文献资料，分析中西传统经济思想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结合其具体的历史作用，得出有益于当代中国

改革发展的现实启示。

 ［作者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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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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